第三节  家乡抗日

1938年初，上海处于战火之中，不少人纷纷离开上海去海外躲避战乱。毛啸岑收到了在马来西亚任教的陈树英、周文琴夫妇的来信，邀请毛啸岑一家去马来西亚。

陈树英与周文琴都是吴江乡村师范的学生，毕业后还曾托毛啸岑帮助介绍工作，一度吃、住都在毛啸岑家里，师生感情很好。1937年下半年双双去南洋教书，听说日军占领了上海，就来了信。

毛啸岑在招商局有职，加上王绍鏊给了他开展家乡抗日工作的任务，不能就此离开。于是，决定由沈华昪带儿子安澜先行。
沈华昪带安澜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康脱罗索号，启程经香港前往新加坡。
望着远去的妻儿，毛啸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一人留在上海，妻儿远渡重洋，对此夫妻俩都忧虑重重。好在儿子已经14岁了。在动荡的岁月，毛啸岑一家生活极不安定。安澜年纪虽小，已经历了许多磨难。当年为了躲避学校中国民党三青团的骚扰，他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进入了教会学校读书，因而能掌握简单的英语会话。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毛啸岑夫妇亦经常教育安澜。军阀孙传芳通缉毛啸岑事件、“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都在安澜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时有人问“你父亲叫什么？”他不能回答“毛啸岑”，只能回答“王肃今”。如今，儿子长大了，由他伴着母亲，毛啸岑略为放宽了心。

妻儿去了新加坡，毛啸岑开始从事王绍鏊交办的工作。

一天，毛啸岑收到了表妹沈月箴的来信，说：“我决心跟你走你十年前的路。”

沈月箴，吴江平望人，从小跟随吴江中学王怒安学旧文学，对旧体诗有一定修养，人聪明，长得很漂亮。

毛啸岑读了沈月箴的信后，就把她介绍给了王绍鏊。王绍鏊一见她，与她一谈话就印象极好。沈月箴向王绍鏊介绍了家乡的动向，说吴江东部条件比较好，不少青年希望来上海找共产党。

王绍鏊听了沈月箴的介绍，感到吴江发展抗日力量的条件很好，决定派共产党员、“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成员李愈秋，化名丁秉成带20多个同志奔赴吴江开展工作。同时，他介绍沈月箴参加了“武抗”组织，随丁秉成回吴江协助工作。

为了顺利工作，毛啸岑在丁秉成他们去吴江前，自己先去了趟吴江，找老同志、老朋友疏通关系。毛啸岑有个好朋友叫王岳麓，在吴江以开垦太湖田闻名，当时太湖边上有一群“客邦”人围垦太湖田，都受到了他的帮助和保护，现任国民党县政府财政科长。他周围关系很多，思想也开明。毛啸岑首先找到他，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希望他能给以配合。王岳麓在毛啸岑的开导下，表示愿意支持抗日运动。然后，毛啸岑又联络了国民党左派、战前的老区长和教育界人士投身抗日。当时的吴江县县长沈立群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到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他与毛啸岑也有旧谊，毛啸岑就去找他进行抗日动员，他同意在吴江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

那天毛啸岑刚从王绍鏊处汇报工作回到办公室，收到了沈华昪的来信，信中说，离开上海的第四天，客轮到了新加坡，陈树英委托钱梨来夫妇到码头接他们，还陪沈华昪、毛安澜母子逛了大街及夜市摊点“巴杀”。过了一夜，搭上了去马来西亚的火车，经吉隆坡到达怡保市，陈树英与周文琴已在车站迎接。然后转乘短途汽车到达僻历省怡保市督亚冷镇。沈华昪告诉毛啸岑，她现在在“同汉学校”教国文、数学，校长殷彭令是苏州人，教员大多是江苏浙江一带去的，生活普遍都比较困难。他们住在当地人称为“阿搭屋”的简易平屋里，屋顶都用椰树叶编织成，晚上用煤油灯。镇上没有中学，安澜到怡保或摈琅屿去上学经济负担太重，又得独自前往，因此只能自习。那里条件艰苦，但没有战火，生活平静，希望毛啸岑也能去。

读了沈华昪的信，毛啸岑忐忑不安的心才平静了下来。但他现在不能前往，他在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
1938年秋，丁秉成奉命带刘子荣、章燕、华大闲、俞哲、叶初晓、林风等“武抗”成员到了吴江，沈月箴当向导。任务是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沈月箴带着毛啸岑的介绍信找到了沈立群，沈立群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举止谈吐深深地吸引了沈立群，沈立群就把她留在了身边，担任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办事员。这给她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条件。她与丁秉成单线联系，往来于上海、苏州、吴江、严墓及其他太湖地区，从事情报工作。到上海就住在毛啸岑家里，兄妹两人常常彻夜长谈，互相勉励。

刘子荣、叶初晓、华大闲等人带着毛啸岑的介绍信去找王岳麓。王岳麓通过关系，介绍他们与程万军部的副司令曹绍纹建立了联系，并与“武抗”在程部的内线倪子璜及金若望接头，将林风安插在政训处任总干事，丁秉成等人以政训处下属“青年服务团”为活动基点，发展“武抗”成员。他们从上海秘密运来一批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文艺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进步青年中组织阅读讨论，出刊墙报。吴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就在这时，毛啸岑因长期劳累得了白喉病，只得在家休息。他拍电报给远在马来西亚的沈华昪，要她速回上海。于是，沈华昪母子俩收拾行装，告别了只居留了10个月的督亚冷镇。经过一段时间诊治，毛啸岑的健康才得以恢复。
1939年初，中共中央特科又派中共党员施光华、张琼英及武抗会员江军、华荣田等去吴江。毛啸岑又找王岳麓，请他帮助使“武抗”人员进入县政工队。经过努力，终于成功。丁秉成任政工队指导员，他们就利用政工队的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宣传抗日。

毛啸岑还动员弟弟毛海涛投身抗日。丁秉成与毛海涛联系上后，毛啸岑在黎里的住宅就成了“武抗”的联络点。1939年3月，丁秉成由施家骅陪同到黎里，对毛海涛说，想将黎里、北厍一带的游击队郝道生部改编成为真正抗日部队。经毛海涛疏通，郝道生和丁秉成见了面。

丁秉成还联系上了在江浙边界活动的钱康民。钱康民是老同盟会会员钱涤根烈士的儿子，倾向共产党，抗日热情高。他从程万军部拉出几十人，成立了吴江第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不久，队伍发展到200人左右。
毛啸岑、毛海涛在黎里楼下浜的住宅，成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联络点。现在，毛家住宅立了铜牌，铭文如下：

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黎里联络点

一九三八年中共上海特派丁秉成等来黎，开辟吴江的抗日工作，丁利用统战关系毛啸岑、毛海涛在楼下浜的住宅，作为我联络活动点，向地方开明人士和游击队宣传我党武装抗日的方针，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中共黎里镇委员会

                                   黎里镇人民政府     立

                                     一九九四年五月

家乡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不时地打动着毛啸岑。他真恨不能插翅飞到吴江，与同志们共同作战。

1939年9月的一天，毛啸岑正在家中，王绍鏊来找他。王绍鏊坐下后一声不语，不一会竟失声痛哭起来。毛啸岑从未看到过王绍鏊如此悲伤过，心想一定出了什么大事。稍过一会，王绍鏊才低声对毛啸岑说：“老丁牺牲了！”一听这消息，毛啸岑也呆住了。前几天家乡还传来丁秉成的消息，说他的队伍发展很快，怎么一下子牺牲了呢？毛啸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消息是实实在在的。8月23日下午，丁秉成、钱康民带着队伍刚到七都隐读村南20里处时，突然遭到国民党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有预谋的包围袭击。丁秉成、钱康民临危不惧，果断指挥战士突围。但终因兵力悬殊，丁秉成、钱康民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日寇”而英勇牺牲。

王绍鏊讲述了丁秉成、钱康民的牺牲经过，二人不禁又失声痛哭。王绍鏊为自己缺乏经验，未对具体领导这支队伍的丁秉成加以更多指导帮助而痛悔不已。毛啸岑亦为家乡抗日前途忧心如焚。深夜，二人才互道珍重，挥泪而别。

丁秉成牺牲后，根据党的指示，“武抗”成员分批撤离吴江。沈月箴也转移到了上海，化名沈墨樱从事地下工作，其公开身份是伟光医院职员，这期间经常来毛啸岑处。

没过几天，毛海涛也来到了上海。原来毛海涛暗中支持抗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寇的注意，日寇派遣一队伪军来抄了他的家，封了他的商店，继而又没收了他的财产，多年积蓄倾于一旦。毛海涛深知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就匆匆告别妻儿，来到上海找毛啸岑。

毛啸岑把毛海涛安置在家中，安慰鼓励他说：“斗争总会遇到挫折，只要矢志不渝，坚持到底，抗日一定会胜利的。”

就在这困难关头，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人事关系有了变动。王绍鏊的活动也暂时停止，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汪伪政府派人来联系，要毛啸岑到南京任交通部长或省财政厅长。毛啸岑自然不愿去当汉奸，留在上海却又危险。前不久，沪西七十六号特务曾到毛啸岑住处，想绑架他，幸他早得消息而走避。

何去何从，毛啸岑又走到了人生十字路口。

